
意見領袖的結構極化研究： 
以新浪微博為例

龐雲黠、苗偉山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2期（2017）：59–90

研究論文

摘要

本文以新浪微博平台的意見領袖群體為研究對象，使用社會網絡

分析方法，分析了意見領袖之間彼此的「關注關係」以及「互動關係」，

探討了「群體極化」現象產生的結構性原因為網絡形成之初的「結構極

化」。本文選取分析了234位意見領袖的關注關係與互動關係發現，傳

統對於知識分子的「左派」、「右派」的劃分仍然是微博當中意見領袖群

體派系分立的關鍵性因素；相反，不同「行業領域」則沒有形成行業間

派系分離的情形，人們會主動訴求與不同領域的溝通。同時通過對四

年中微博內容的歷時性分析發現，「左派」、「右派」群體在互動當中一

直保持著與關注關係一樣的派系分立的情形，但是衡量分立程度的E-I

值並沒有大幅變化，也就是說這種網絡互動並沒有體現出動態極化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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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

Network Structural Polarization of Opinion  
Leaders: The Case of the Sina Microblog

Yunxia PANG, Weishan MIAO

Abstract

Opinion leaders are grow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ith widespread 

SNS use. How opinion leaders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or their “followers” on SNS is becoming a key factor which may have great 

impact on public opinion, because. There has been an abundance of research 

focusing on this topic from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on political elites 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ffects. While there are only a few studies in China 

exploring Chinese elites who have interest on public affair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omposition, interaction and evolution of opinion leader groups 

on Chinese microblogging platform Sina Weibo,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ough there is only one ruling party in China, the elites still have 

different specific ideolog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234 selected opinion 

leaders,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left” and “right” 
intellectuals was still the key factor to differentiate opinion leaders on Sina 

Weibo. These opinion leaders mainly followed and interacted in the principle 

of homophily, meaning they were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se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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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nings aligned with theirs. We called such homophily principle in the context 

of SNS structural polarization, which was the basis of group polarization. 

However, opinion leaders in different occupations did not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 of structural polariz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y were eager to follow 

and communicate with those in other occupations. By analyzing the “following” 
and “interactive” patterns among the opinion leaders over 4 years, we found the 

E-I index of the “left” and the “right” did not fluctuate significantly, although 

opinion leaders still clustered with the principle of homophily, which implied 

that group polarization does not show 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densities.

Keywords: opinion leaders, group polarization, network structural polarizat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Pang, Y., & Miao, W. (2017). Network structural 

polarization of opinion leaders: The case of the Sina Microblog.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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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領袖研究作為輿情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些年獲得

了學者不少的關注，尤其在社交網絡日益發達的今天，意見領袖除了

依然擔任著大眾媒介到普通群體的二傳手實現兩級傳播（Lazarsfeld, 

1955）以外，自己也成為了一個意見表達的發源地，因此有學者開始關

注新的技術帶來的關於「二級傳播理論」的改變問題，提出了「一級傳

播」理論（Bennett, 2006），網絡中的事件傳播相當程度上在依賴意見領

袖的傳播與解讀。國內對於意見領袖的研究通常選取相對傳統的角

度，比如意見領袖的自身特徵與識別、意見領袖的傳播力、影響力與

作用等（丁漢青、王亞萍，2010）。常使用的方法是選取具體的熱點事

件，研究意見領袖在其中的影響與作用，或者研究其在謠言傳播以及

危機公關中的作用（李彪，2011）。

但是，國內較少有研究系統的關注網絡意見領袖作為一個彼此之

間相互影響的群體的某種特質，以及這種互動所產生的輿論效果。比

如我們所謂的微博「大V」，他們對粉絲產生的是單向影響（雖然也有少

數的互動，但是相對來說可以忽略），但是「大V」彼此之間可能形成相

互關注、互動，從而對彼此產生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形成了

微博生態圈中頂層的互動圈子。而這些圈子是如何構成的，他們有著

怎樣的動態變化，影響力如何等都是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

文獻綜述與研究視角

同質性與結構極化

首先，意見領袖如何構建自己的關注圈子？已有的研究表明，在

現實交往中，同質性而非多元化是人們選擇朋友時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Brass, 1995），當然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見，有學者認為，由於一個人的

社會背景具有結構多元性（structural heterogeneity）比如工作地點、所在

的社團群體或者生活中的鄰里關係等，這些生活中的背景其實為你個

人構建自己的社會網絡提供了一個選擇空間，人們通常會綜合上述 

背景進行選擇，帶來的結果就是個人網絡的多元化（Scheufele, Hardy, 

Brossard, Waismel-Manor, & Nisbet, 2006）。那麼在社交網絡平台上的情

況又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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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man（1991）認為，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同質性原則具有很強的

持續性和穩定性，科技的發展通常也不會改變這一原則。而Brundidge

（2010）則提到，線上的互動和線下總是有所區別的，線上的討論可能

不是單純的按照某一個原則：比如選擇性關注或者是社會邊界弱化

（weakened social boundaries），而是會結合兩者形成一個新的原則：即

大眾線上互動的不經意原則（inadvertency），最終形成多元化個人網

絡。可見網絡平台上的討論網絡同質性還是多元化也仍然具有爭議。

上述的實證研究多數採用的是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的，個人網絡

是多元化還是同質化的衡量主要通過問卷中的問題獲得：你的朋友 

們多大程度上和你的意見是一致的，然後採用1–5級量表進行衡量

（Brundidge, 2010; Hart, Feldman, Leiserowitz, & Maibach, 2015; 

Scheufele et al., 2006）。

那麼如果直接用與社會網絡相關的方法，考察人們在網絡空間中

的連接構建，又會是怎樣的情況呢？
Kelly（2008）依據美國的政治類博客之間的相互鏈接畫出了社會網

絡分析圖（圖一）。從圖中可以看出，美國博客作者們在網絡結構上的

圈子特徵，支持民主黨與支持共和黨的兩類博客群體相對獨立，其間

的橋很少，形成了非常明顯的圈子分離結構。

圖一　美國博客的鏈接網絡分佈圖，藍色（偏右上方）為民主黨，紅色（偏左上方）為共和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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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Twitter平台使用的日漸廣泛，學者們開始專門針對Twitter

平台上的政治傳播進行研究，Peng、Liu、Wu和Liu（2014）研究了美國

的國會議員在Twitter上的關注與互動情況，結果發現他們關注和溝通

的網絡呈現了很強程度的黨派同質性。Lim和Park（2013）研究了韓國

議會成員在網頁上的共現關係，發現其可視化效果與Kelly（2008）非常

相似，都呈現了同質化群體抱團，兩大黨派之間較少存在橋連帶的蝴

蝶狀（butterfly pattern）。
Maoz早在2006年就提到了一個群體重疊性指標（clique overlap 

index, COI），用來描述上述的網絡結構很合適，這個指標主要描述了

兩種狀態：一個是所謂的最大限度的極化（maximum polarization），意

思是，如果有一組群體，那麼最大限度的極化就是雙極（bipolarity），

即群體分成兩個等份的小集群，且兩者之間沒有中立者。另一種情況

是，形成兩個相對獨立的小群體，並不要求群體間完全獨立（如圖一）

（Maoz, 2006）。對圖一的狀態，Baldassarri和Bearman（2007）還有另外

一個描述：社會極化（social polarization），即社會的個體是否處於一個

同質化觀點包圍的個人網絡中。

「社會極化」這個概念非常適合於現在的社會網絡環境，描述人們

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關注網絡，本文將這種社會極化的網絡結構定義為

「網絡結構極化」（network structural polarization）。結構極化是一種相對

靜態的、結構性的極化，是一種更適合於社交網絡時代的極化描述方

式，結構極化也將成為在社交網絡狀態下其他極化研究的基礎之一，

這將在文獻的第二部分做更為詳細的論述。

上面的研究主要是從關注關係的角度進行的，而且已經有研究 

表明Twitter上的關注關係是相當穩定的（Kivran-Swaine, Govindan, & 

Naman, 2011），那就意味著在Twitter這類社交網絡平台上，一旦形成

了關注關係的極化結構，就會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這就為信息繭

房（information cocoon）（Sunstein, 2006）的理論提供實際的支持。

另一方面，如果從互動的角度來看，社交網絡上不同的群體也呈 

現了較為一致的同質化的結果。Conover、Ratkiewicz、Francisco、
Goncalves、Menczer和Flammini（2011）研究了Twitter上建立連接的政治 

傾向同質化問題，發現Twitter上的互動是高度隔離化的（segre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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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更願意轉發和他們政治傾向相近的內容，德國的學者也發現了類似

的結論，人們在Twitter上的討論是按照政治傾向產生隔離的（Feller, 

Kuhnert, Sprenger, & Welpe, 2011），Boutet、Kim和Yoneki（2012）研究
2010年英國大選時的行為時也發現，人們更願意轉發自己所在黨派的
Twitter。

Himelboim、McCreery和Smith（2013）直接討論了Twitter上群體互

動的模式（pattern）。與此前研究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並沒有選擇特定

的群體作為研究對象，而是選擇了十個有爭議性的話題，分別是包括

全球變暖、赤字問題、移民改革等等，針對這些話題對最近發表看法

的500個使用者（node）進行了社會網絡分析，結果發現：第一，從集

群（cluster）角度看，同質化明顯，不同的集群中，自由派與保守派的

比例呈現顯著差異。而且圈子當中意見表達的信息數量越多（無論左

右，加總的總量越多），則自由派與保守派比例相差越懸殊。第二，信

息內容的政治傾向和所引鏈接的政治傾向強正相關（0.87）。
Colleoni、Rozza和Arvidsson（2014）也針對較為全面的Twitter使用

者和相關話題進行了同質化的探討，考察人們在使用Twitter的過程

中，是否形成了同質化的討論網絡。Colleoni等提出了一個「普遍同質

性」的計算方法，即用某個用戶的關注同黨派人的連接數除以他關注的

所有人的數量，所以這個同質性比例的數值處於0–1之間。最後他發現

在他分析的1萬名左右的Twitter使用者當中，共和黨和民主黨傾向的

人群互動中的普遍同質性都超過了0.8。

可見，無論是從特定話題出發，還是對固定的群體進行分析，基

本上得到了一致的研究結果。而且上述Himelboim等（2013）和Colleoni

等（2014）的研究也可以解釋很多學者的一個擔憂：有些人關注他人、

或者與他人互動的目的是為了反駁他，所以圈子分析可能會無法辨別

這種反向的關注或互動，但是從美國的實證數據來看，的確有這樣的

人，但是非常少，贊同者仍然是絕大多數。

由上述的研究，本文提出了兩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 我國微博平台上的意見領袖是如何構建自己的關

注圈子的？如果是同質化的原則為主，那麼是否

會出現結構極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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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二： 意見領袖之間是如何互動的？是同質化的還是多

元化的，即是同圈子的人更易溝通，還是跨圈子

的人更多的在溝通？如果存在溝通中的結構極

化，那麼是否存在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中間人」

（broker）群體，能夠讓這種對立性的互動更加順

暢，甚至能夠增進不同立場人之間的相互理解？

Himelboim等（2013）也發現，在互動的過程中，圈子當中意見表

達的數量越多（無論左右，加總的總量越多），則自由派與保守派比例

相差越懸殊。

在歷時性研究方面，Freelon、Lynch和Aday（2015）發現，在研究

的九個組當中只有兩個組相對明確的隨著時間變得更加同質化，其他

組都是直接形成了同質化的分組，同質化程度接近或者高於80%。

研究問題三： 在一個長時段的互動過程中，意見領袖們的互動

習慣是否會產生變化？是會轉而尋求多元化，還

是會在同質化的圈子中更為密切的互動，強化自

己的認同，從而形成類似於群體極化的效果？

群體極化與社會學極化研究

針對本文使用的結構極化概念，這裡需要將其與現階段國內極化

研究的兩個較為重要的概念進行一個簡單的區分。

首先，現階段國內在極化研究中具有重大影響的法學家桑斯坦

（2010），主要使用的是群體極化的概念。

群體極化最早的研究產生於心理學領域，Stoner（1961）發現，群

體討論形成的決策，比群體內每個單獨的成員分別作出的決定更為冒

險（riskier），即群體的互動會導致最終的結果超過單個成員的極端值。

進一步的，研究者發現風險偏好的轉移只是群體極化的一種特例，很

多其他的情況也有這種傾向於一方的轉變，人們開始使用「選擇轉變」

（choice shift）來代替（Pruitt, 1971）。於是群體極化的研究開始更為普遍

的展開（Myers & Lamm,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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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最初的群體極化的概念相一致，桑斯坦潛在的強調了群體極化

產生的兩個要求：第一，參與討論的群體本身需要具有主導的既有 

傾向性；第二，群體內部對該問題進行較為封閉的探討（桑斯坦，
2010）。因為最終是否形成極化，網絡同質性是關鍵因素，眾多研究也

發現討論網絡多元化和極化呈現負相關（Hart, Feldman, Leiserowitz, & 

Maibach, 2015; Lee, Choi, Kim, & Kim, 2014; Wojcieszak, 2010）。

現階段國內關於極化的不少相關研究，其實借鑒的也都是群體極

化的概念，但是卻恰恰忽略了對這兩個前提性問題的實證研究（鄭天，
2012）。從本文的角度來說，結構極化恰恰解決的是這個前提性的圈子

同質性問題。而且結構極化的概念相比簡單的同質性原則，更適合說

明社交網絡這樣的網絡空間中同質化群體的狀態與格局。

針對桑斯坦強調的討論群體具有較強程度的同質化既有傾向的前

提，已經有眾多的研究表明，外界的影響都是基於你最初已經具有的意

見的基礎上來起作用的（Price, Nir, & Cappella, 2005），既有傾向與最終討

論的結果呈現很強的正相關。極端的例子比如Ebbesen和Bowers（1974）

在實驗中給被試聽十個論據，其立場是冒險與保守比例分別從1:9過 

渡到9:1，最後發現群體組成比例與極化程度的相關性達到了0.98，作

者主要想要證明的就是已有的意見構成將會最終影響極化的趨勢。

與群體極化的關注主要是人們短期、暫時的意見轉變不同，
DiMaggio、Evans和Bryson（1996）等社會學家關注的則是相對長期的、

整個社會的意見極化（DiMaggio et al., 1996; Evans, 2003; Fiorina & 

Levendusky, 2005）。這種對於極化的關注一則是因為對社會普遍現狀

的一種關注，比如對墮胎等爭議性話題，在10年以上的範圍內，爭議

是加劇了還是逐漸彌合了，這對於瞭解整個社會是否產生了關鍵問題

的分歧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其二，由於他們擁有大量的社會調查數

據，比如GSS等等，這些數據足以支持學者們做跨時段、歷時性的極

化研究。

可以看到雖然使用的都是極化的概念，但是其實從研究方法的使

用，到關注的側重點都非常不同，而本文更關注的是在社交網絡環境

下，群體的關注關係與互動關係。這是進行群體極化研究的前置性研

究，與社會學的長時段研究則是完全不同的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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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進入到社交網絡環境，利用全網的實證數據之後，相

對來說，學者們得到了較為一致的同質性圈子的結論。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大多數研究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精英群

體，尤其是各國不同黨派的政治人士（Lim & Park, 2013; Peng et al., 

2014）。雖然Colleoni等（2014）在最初的選擇研究對象時是全網隨機抽

樣的，但是在第一次編碼之後，作者篩選掉了那些既關注民主黨又關

注共和黨的使用者，而僅僅留下了關注單一黨派的群體作為研究對

象，這其實是人為的提高了使用者的政治敏感度、政治明確性。
Brundidge（2010）雖然認為多元化是人們構築網絡關係的主要原則，但

是也承認，對於那些更加有明確觀點的人來說，選擇性關注才是他們

的主要原則。對美國民眾的極化研究也是如此，雖然對普通民眾群體

是否存在極化現象有所爭議（Evans, 2003），但是總體來說美國的精英

群體的極化現象十分明顯則已經達成了相對一致的認識（DiMaggio et 

al., 1996; Fiorina et al., 2005）。Stroud（2008）也發現黨派群體（partisans）

是最容易選擇性關注的群體。

可以看到，精英群體的極化在國外已經成為相對確定的狀態，那

麼在我國的情況如何是值得考量的。因為與國外不同的地方在於，我

國在政治上，並沒有明確的黨派之分，只擁有統一的執政黨，不過在

意識形態上，我們的確存在著左、中、右的差別，那麼我國的精英群

體的立場區分是否會體現在社交網絡平台上呢？持有不同的立場的人

是否會形成不同的派系，進而形成本文所談到的結構極化的現象值得

考察。

需要強調的第二個問題是同質性的不同面向。已有的研究中， 

群體同質性從最宏觀的層面看可以包括國家、民族、種族、性別等

（McPherson, Smith-Lovin, & Cook, 2001; Zhao, 2008）。但是這些認同對

於本文來說並不那麼適合，一方面國內的社交網絡相對封閉，國家、

民族、種族認同並非國內的重要認同，另一方面年齡、性別等在網絡

上又無法體現。在知識分子精英層面，意識形態的區別可能是一個更

為典型的區別。這一區別的有效性已經在美國的政治博客研究中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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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Kelly, 2008），學者們也提到基於政黨和意識形態的研究是主要的

極化研究維度（Lee et al., 2014; Wojcieszak et al., 2011），因此本文也將

採用這個視角來作為對意見領袖們進行同質化區分的首要維度。

此外還選取了意見領袖們的所屬職業領域作為另外一個分析維

度。職業領域也是學者們在進行網絡聚類分析過程中非常關注的維度

之一（Etling, Kelly, & Faris, 2009; Etling, Alexanyan, & Kelly, 2010）。

因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四： 哪種同質性會成為意見領袖們構築同質化網絡的

核心原則？政治立場還是職業劃分？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文選擇了在新浪微博平台上，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分析意見領

袖彼此之間的「關注網絡」以及「互動網絡」，分析社交網絡平台上的結

構極化問題。

研究群體

本文最終選擇了新浪微博上的234位意見領袖為分析群體。選擇的

方法主要是通過新浪微博的名人堂，按照粉絲數量的排序依次選取。

由於新浪名人堂中僅提供前1,000位的排名，除去娛樂明星、體育明星

等較少談論政治話題的群體之外，剩餘的231名全部計入了樣本考察，

除了粉絲排名靠前的231位以外還有10名意見領袖，主要是筆者根據

編碼和分析過程中的個人感受，選取的被較多意見領袖轉發和關注，

但是粉絲數量相對較少（超過50萬，此外的231位都超過了100萬的粉

絲）的人（初次取樣時間為2012年12月，後續數據收集時間為2015年9

月，第二次數據收集時有7個微博已經註銷，在左右對立群體當中包括

以下五位：吳祚來、方舟子、石頭1986、李承鵬、慕容雪村，全體樣

本中還缺少了左小蕾，經濟觀察，因此本文最終的分析總體為234位）。 

由於本文將會採用社會網分析中整體網的分析方法，所以對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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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選擇只要滿足研究需求即可，不嚴格要求抽樣代表性，而現有的

研究群體滿足了整體網分析的兩個關鍵要求：一個相對封閉的群體且

都是意見領袖。

社會網絡分析方法與研究設計

由於本文特殊的研究目的，即希望關注意見領袖是否形成了派系化

的結構極化，所以本文採用的是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方法中的整體網絡（whole network）分析法，而沒有採用個體網絡分

析。整體網絡分析主要關注的是整個群體的結構，運用的主要指標是

網絡的中心度、密度分析來透視整體的結構化特徵，以及進行小團體

分析、派系分析等。

而且整體網分析的情況下，也可以繼續深入探討諸如派系之間的

結構洞問題，是否存在溝通兩個派系的橋節點等。

劉軍認為，整體網研究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推廣，不如說是為了

揭示其結構，鑒於不同類型的結構對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這種

整體網絡結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劉軍，2009：32）。

本研究主要的設計環節如下：

第一，本文通過整體網分析方法主要關注意見領袖的「關注網絡」

與「互動網絡」兩個部分。前者是靜態的，後者是動態的。相互關注關

係即採用新浪微博平台上意見領袖之間的相互關注關係數據（分別於
2012年12月和2015年9月獲取），互動關係包括轉發和評論兩種，主

要分年獲取，所有數據都是從新浪的API接口直接抓取。

第二，在獲取了所有的互動數據之後，本文將分析2011–2014年的

互動情況。

第三，對意見領袖的左右派系以及所屬領域進行預先編碼。主要

依據對左右派別的文獻梳理，在Nvivo中搜索關鍵詞，然後根據對關鍵

問題的看法進行所屬派系編碼。具體編碼標準見下文。本研究的編碼

工作由研究者與另外一位編碼員擔任，編碼員在正式編碼前，接受了

正式編碼訓練，並從整體樣本中隨機抽出10％、共24位意見領袖進行

信度檢驗，根據相互同意度和複合信度公式進行檢定（維曼，2005：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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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同意度R = 2M / (N1 + N2)

M：完全同意的數目
N1：A編碼員的同意數
N2：B編碼員的同意數

依上述公式本研究得到兩位編碼員的信度達到了0.80，是內容分

析中較為合適的分析標準。

網絡中意見領袖的「左」與「右」

《全球政治中的左與右》提到，全球政治是左與右的一場最重要的

辯論。左與右是詮釋地方、國家與全球政治的最為常見的視角（Noel & 

Therien, 2008, p. 3）。

而在我國，左右的紛爭也不只是一種學術的紛爭，而是作為轉型

中國未來走向的一種態度表達。雖然左右的爭論更廣泛的存在於精英

學者中間，但是它的影響卻不容小視，至少如果是建設性的影響，那

麼將對未來中國的轉型之路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筆者看來，網絡中的左派與右派的紛爭其實已經超脫了傳統對

於精英意識形態立場的一種劃分模式，而成為網民們對於政治立場的

一種常見的劃分方式，因此這種區分方式可以說既是本土化的，又是

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可區分性的。比如即使普通的使用者還不太分得清

楚其中的差別，但是對於那些明顯的為現有政治體制說話的人，大家

常常都會賦予「五毛」的稱呼。

正是因為這種在群眾中的普遍性，以及意見領袖們的影響力，因

此分析意見領袖們在左派與右派問題上的分歧與互動就顯得格外有意

義。

一直認為自己是中道理性者的蕭功秦（2012：1–3）在他的《超越左

右激進主義》中提出，自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就存在著兩種激進主

義思潮，一種是回到「文革」時代的左翼激進主義，他們希望中國能夠

回到改革前的平均主義時代；另一種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右翼激進主

義。兩方都是相當強勢的聲音，他們都力求佔據網絡與民間話語的制

高點，影響中國未來20年的歷史選擇。雖然經歷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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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淡漠（political apathy）期，但是隨著近年來一系列深刻的社會矛

盾的彰顯，腐敗、貧富分化、國富民窮、社會不公等等問題的存在，

知識分子們的焦慮又開始增加，未來的選擇之路又成為了關注的焦點。

那麼具體來看，究竟左右兩派的區別在哪裡，本文以怎樣的標準

來明確兩派的劃分？

具體來看，中國的左右路線之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細分。

I. 哲學層面

潘維在《當代中華體制》（2009：82）一文中給出了比較簡單的闡

釋，即右派的自由主義背後是權利意識，而新左派的背後是中國更為

傳統的責任意識。西方是在中古以後發展出「權利本位」思想的，主要

的目的是反封建，但是中國一直缺乏反封建的任務，所以古老的「責任

本位」思想一直延續下來。自由主義體現的是基於權利意識之上的公民

意識，對政府的約束，對市場經濟規則的重視，法制觀念以及民主憲

政等等。而責任本位主義意識則是主張官員應該照顧百姓，開明專制

或者是新威權主義是新左派的嚮往。

II. 政治方面

朱學勤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分歧何在》（1999：420）一文中提到：

當新左派朋友們提倡批判市場機制的時候，自由主義則在呼籲政治體

制改革，這是雙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的。

但是現階段似乎新左派已經不懼於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題，因

此識別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題，而在於同意政治

體制改革包含哪些方面，比如新左現階段會同意反腐，同意監督，但

是不會同意民主與憲政。從政治主張來講，新左派強調在權威的干預

之下取得社會公正。部分新左派認為中國已經變成資本主義國家。

自由主義在政治上要求代議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者少

數人專制，也反對以多數人的名義實行群眾專制。

III. 經濟層面

新左派批判資本，否定資本主義，反對跨國公司，仇恨市場拜物

教，批評全球化和世貿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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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則主要是要求市場機制，承認私有制，保護自由競爭。

IV. 對美國的態度方面

左派對美國持有一個相對批判的態度，一方面具有更加明確的自

覺意識，一方面對美國制度的弱點以及現實的弱點會常常提出質疑；

右派則是相對支持的態度，認為美國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無論從政治

體制還是經濟制度設計。

由於派別的左右在中國的知識界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標準，上面的

表述已經較為清晰的給予了闡述。又由於網絡討論中會涉及到一些常

見的熱點問題，因此本文也融入了樂媛、楊伯漵（2009）對網絡論壇中

左右對立群體的分類標準，最後給出了一個自己的標準，見表一。

表一　左右派別區別對比圖

激進左 溫和左 中立 溫和右 激進右

政治 憲政、民主 a √ √

新聞自由 √ √

支持政府現有路線 √

大政府 √

重視平等與公平 √ √

經濟 土地私有制 √

市場經濟 a √ √

國企私有化 √

共同富裕 √ √

反思市場經濟、全球化 √ √

對待美國 學習、嚮往 √ √

反對或反思美國霸權主義 √ √

文化 認同源自西方的普世價值 √ √

傳統儒家文化 √

歷史問題 支持文革 √

“a”：由於溫和左是支持政府路線的，因此現有政府的政策導向都

會影響到溫和左派的立場選擇，尤其是近些年，一些溫和的左派開始

紛紛表示對於憲政民主的支持與嚮往，但與自由主義不同，他們強調

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操之過急。

依據上述的標準，編碼時採用了Nvivo軟件作為協助。因為大量的

微博內容編碼在篩選中會有很大的困難，因此作者在依據上述對於左

右派別的文獻，結合網絡中各位意見領袖在討論中習慣性涉及到的話

題以及關鍵詞，提煉了下述關鍵詞，作為在Nvivo中進行搜索時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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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支持市場經濟的維度，筆者選擇了直接對市場經濟的論述，

對國有企業的態度以及對土地所有權的態度三個維度的關鍵詞：央

企、私有化、國企、國有企業、市場經、土地私有、自由市場、央

企、市場化、發揮市場。

在對美國的態度上，選擇的關鍵詞為：美國操縱、美國政府。

政治態度上主要選擇的維度包括：如何看待毛澤東，文革等歷史

問題，是否要求憲政民主，是否希望對國家權力進行控制，對重慶問

題的看法四個維度，關鍵詞包括：毛澤東、普世價值、民主、憲政、

公權力的腐敗、權力制衡、憲法、專制制度、公權力、左派、右派、

重慶模式、重慶經驗、重慶做法、重慶成就、薄熙來、全球化、權貴

資本、財產公示、財產公佈。

文化的維度主要涉及到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如何看待言論自由兩

個維度，關鍵詞包括：文化根基、文化傳統、中國文化、文化靈魂、

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輿論管制、新聞審查。

由於左派群體會涉及到自己習慣的一套用詞體系，所以定位左派

群體時使用的關鍵詞包括：中共執政、黨的領導、根本政治制度、社

會不平等、分蛋糕、蛋糕分、社會平等、社會公平、人人平等、社會

不公、社會福利、反改革、房地產、共同富裕。

由於Nvivo可以限定編碼的範圍，本文確定的範圍是包含上述關鍵

詞的一整條微博，而不是某句話，這也比較符合微博通常用一條內容

表達一個主要含義的習慣。

數據分析及結果

意見領袖關注關係的派系分析 

I. 全體意見領袖的關注關係派系分析

依據事先對左、中、右意見領袖的編碼，採用Ucinet軟件進行，

得出關注關係圖。從但是，單從圖中並沒有發現左派、右派、中立三

個群體形成本文假設中所提到的派系分離狀態，各位意見領袖散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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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在整個群體當中。但是通過數據的計算，仍然發現了較微弱的同

質化關注的證據。

一般來講Ucinet提供了進行派系的諸多圖示類分析方法，但是這

種派系的分析方法大多適合那些派系結果相對清晰，數據相對簡單明

瞭的社會網絡關係，比如n-宗派（n-clan）、k-叢（K-plex）等，通過算法

強行算出的派系常常碰到的問題就是沒有社會學的解釋力。

因此本文選擇的是用幾種方式共同來證明假設中左右兩類政治派

別的意見領袖人群確實存在著派系化的現狀，讓多種結果彼此形成驗

證。

首先，本文採用的是E-I指數的計算。
E-I指數可以用於測量派系林立的程度，主要通過派系內部網絡關

係（internal links）和派系之間的網絡關係（external links）的比值來衡量

派系內部關係是否顯著強於派系外部關係。
E-I = (EL - IL) / (EL + IL)（羅家德，2005：127；Gruzd, Wellman, 

& Takhteyev, 2011）
EL代表子群體之間的關係數，IL代表子群體內部的關係數。該值

的取值範圍是 [-1, 1]，越向1靠近，表明關係越是趨於發生在群體之

外，也就是說反而群體外的互動或者關係密度要更強於群體之內，而

該值越向 -1靠近，則表示派系林立的程度越大，而當值接近於0的時

候，表示內外之間的關係數量相近，接近於隨機分佈。

這裡本文首先考察的是意見領袖彼此關注關係的網絡數據，即本部

分的關注關係是通過對原始關注關係進行對稱化之後的雙向關注網絡。

表二　意見領袖彼此關注群組密度（2012、2015）

年份 右 中 左

右 2015 .184
2012 .151

中 2015 .0897 .0905
2012 .0612 .0486

左 2015 .0865 .0804 .2633
2012 .0712 .0443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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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群組層面的E-I值（2012、2015）

年份 Internal External E-I

右 2015 2,462 1,218 -.338
2012 5,492 3,281 -.252

中 2015 758 1,150 .205
2012 1,698 2,974 .273

左 2015 158 438 .47
2012 246 1,121 .64

從表二可以看出，右派與左派的內部關注密度都超過了不同派系

之間的關注密度，而中立的群體則密度居中，這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

在關注的問題上，左右派別之間確實體現了同質性的關注原則。不過

這種同質性從整體來看的確很弱，2012年群組層面的E-I值為 -.004 

（p < .05），2015為 -.092（p < .05），均接近於0，網絡關係傾向於接近

隨機狀態，並沒有明顯的派系分立的結構極化狀況出現。

如果從長時段的變化來看，雖然關注密度在兩年中得到了提升，

但是各自群組之內的E-I值都在變小，即變得更加傾向於組內互動了。

從整體上看，網絡關係缺乏同質性特徵，主要原因可能由於大量

中立群體的存在，因為在計算整體的E-I值時，反映的是三類群體之間

綜合來看是否存在派系林立的情況，因此這個E-I值有一定的侷限性，

我們將在下一節中進行修正。

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從組間數據來看，如表三，則可以發現一個非

常有意思的現象，即右派的群體傾向於與自己派系內的人聯繫（E-I = 

-.252），左派的群體則大量的與派系外的人聯繫（E-I = .640），而中立的

群體則處於兩者的中間狀態。如果我們進一步仔細的文本分析，可以發

現，現階段左派的人需要常常以批判右派群體的方式來作為自己合法性

的進一步證明。而右派的意見領袖人群在微博平台上佔了大多數，他們

需要的是彼此對內的支持與確認，較少特意的去反駁左派群體。

II. 去除中立群體後關注關係的結構極化

之所以會產生需要去除中立群體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能夠讓兩方

立場之間的差別更加明確。而且由於本文最初的編碼是在不考慮立場

之下編碼完成的，因此才會產生一些態度並不明確的群體，以及立場

確實是中立的群體。這一點在未來的研究應該適當警惕，可以在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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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剔除那些不表達態度的群體，因為從嚴格意義來講，他們並不是

真正的中立群體。

剔除了兩個群體之後，共剩餘132位意見領袖（第二次數據剩餘
127位），重新計算了派系區分的相關係數。

當沒有中間派別存在時，從數據來看，左右兩派的分離狀態非常

明顯，E-I = -.608（p < .05）（2015年E-I = -.715，p < .05），即派系內部

的關注要遠遠大於外部關注，形成了明確的左右對立的結構極化格局。
E-I值只是作為一個佐證，從社會網絡分析圖（圖二）中也可以看

出，左派群體其實是相對集中在左下方的區域中的，由於Ucinet在構

圖時已經考慮到了點與點之間的度數與距離關係，因此相互靠近的群

體更有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派系。

在對意見領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整體意見領袖群體的彼此關注

還沒有形成像美國那樣彼此不聯繫的程度（如圖一），但是抱團取暖的

現象仍然是比較明顯的。這不僅從相互關注的關係中可以看出，從後

面的互動關係中也可以看出來。

此外，我們還可以利用Ucinet中QAP對屬性關係矩陣與關注關係

矩陣（對稱化）進行相關性檢驗，132位意見領袖的屬性矩陣與相互關注

關係矩陣之間的相關係數達到了 .116（p < .001），2015年的QAP相關

係數達到了 .122（p < .001）。

III. 結構對等性分析下的派系極化

現代社會網絡分析的奠基人之一懷特（White, Boorman, & Brieger, 

1976）提出，塊模型（block-modeling）可以根據角色之間的互動（而不僅

僅根據帕森斯的宏大理論）來解釋社會結構。因此塊模型的研究方法主

要關注的也是網絡的整體結構，這與本文所訴求的探析意見領袖們背

後的兩極結構的訴求是一致的。

用Ucinet的聚類分析，對132位意見領袖的相關關注關係進行分

析，得到了完美的聚類結果，那就是全部的21位左派意見領袖成為一

個凝聚子群，而剩餘的右派群體基本以經濟學家、企業家和媒體人三

類人為主進行聚類，而對2015年的127位意見領袖的分析中，四個凝

聚子群中的一個包含了20位左派意見領袖中的15位，剩餘的三個子群

基本上的分類與2013年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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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132人左右對立意見領袖關注關係網絡圖（2012）

 圖三　127人左右對立意見領袖關注關係網絡圖（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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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組聚類採用的方法是CONCOR，這是一種迭代相關收斂法，主

要基於以下的原理：即如果對一個矩陣中的各個行或者列之間的相關

係數進行重複計算，最終產生的將是一個僅僅由1或者 -1組成的相關

係數的矩陣。也就是通過這種計算就可以把項目分為不同的類別。我

們這次採用的是行列均分為兩類，最終形成了四組，這種四組的分類

方式也通常是比較有效，且能夠具有社會學解釋力的一種分類方式。

且最終每個組的成員都超過了3名，達到了該方法有效解釋所需要的區

分度要求。

IV. 所屬領域不形成新的結構極化

圖四是對234位意見領袖的行業狀況進行簡單分類的頻次圖，作家

類別中其實類似於平常分類中的其他，它包含了比如加措活佛、作

家、草根群體（比如鞍鋼郭明義）等等，海外主要包括的港澳台的一些

知名人士（比如李敖、錢鋼，只要人在海外而不再細分為學者、媒體人

等）。 

圖四　234位意見領袖所屬行業分類頻次圖

作家 企業家 媒體 媒體人 學者 草根 海外人士

那麼這種以職業為主要同質化標準進行分類的情況下，是否會出

現派系的情況？事實上，2013年最後的E-I為 .695，2015年的E-I為 

.455，也就是說都是接近於1的水平，即同樣領域內的人反而更加傾向

於與本領域之外的人進行聯繫，而非相反。可以說在意見領袖的層面

上，能夠與不同領域的人之間溝通成為一種大家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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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不同時期群組間E-I值

E-I 2012 2015

作家等 .744 .798

企業家 .594 .358

媒體 .638 .279

媒體人 .604 .433

學者 .624 .619

官員 .854 .855

海外 .981 .964

具體來看表四，每一組的E-I值都較高，尤其是海外群體、學者

以、官員群體以及其他類的群體。也就是說這些群體更加傾向於與本

領域之外的人進行溝通。數據相對較低的企業家與媒體則可以解釋為

他們在微博中並沒有刻意的希望突破自己的領域，與其他領域的人溝

通，雖然事實上他們的外部鏈接也依然超過了內部鏈接的密度，只是

這種程度相對較淺，也可能是這兩個群體其實是微博平台上最為活躍

的群體，他們真正承擔了輸出意見，或者作為意見中轉站橋樑，因此

其他領域的人的或許主要的連接都指向這兩個群體。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媒體與企業家是數量最多的兩個群體，

但是由於E-I值最終是以密度來體現的，所以這與兩個群體的數量無

關，主要體現的應該是這兩個群體的影響力問題。

上面我們論述的主要只是從關注關係來看派系問題，解決的研究

問題是意見領袖們從政治立場的角度來說，是否有著人以群分的結構

極化趨勢。接下來我們關注的問題是，人以群分之後，是否互動也是

基於關注關係的基礎之上呢？關注關係有可能只是你個人的關注願

望，但是如果形成了互動，那麼最終有可能成為影響你一件的重要源

泉。

靜態關注與動態互動之間的關係。是否互動關係打破了原來相對

分離的兩個群體之間的關係，還是進一步加強了這種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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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中的派系分立

I. 意見領袖的互動關係分析

互動關係的數據則是有向的多值數據，本文在對關注關係數據的

分析中大多數都進行了對稱化處理。而接下來多值的互動數據則直接

使用的是多值數據。

最後獲取的互動關係圖與關注關係圖（圖二、圖三）非常類似，此

處不再列出每年的互動關係圖，而只選擇呈現四年互動的綜合數據圖

（圖五），分年的情況下面進行單獨的論述。圖五表明互動關係也形成

了明確的派系分離、抱團取暖的形態。
2012年獲得的三年綜合E-I = -.640（p < .05），2015年數據獲得的

四年綜合E-I = -.564（p < .05），E-I值都是更接近於 -1，即組內互動更

頻繁，而組外互動相對較少的結構極化現象。

圖五　127人左右對立意見領袖互動關係網絡圖（20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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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不同時段中互動關係的派系分立與群體極化

由於「關注關係」是靜態值，對比本文獲取的兩個時段的數據，可

以看到關注關係的E-I值都在變小，即相比2012年，2015年的群體之

間更傾向於組內認同，即同質化傾向更為明顯了。而「互動關係」則是

一種動態表現，本文直接以年為分析單位，分析了從2011年到2014年

的全部互動數據。

首先，我們關注一下四個時段內兩類群體的整體互動密度，見圖六。

圖六　不同群體分時段互動密度

127人組 234人組

從四個時段的數據來看，互動密度呈現了先增加後减少的趨勢，

具體的看各個群組的互動狀況以及針對左右對立127人組計算的E-I

值，見表五。 

表五　分時段各個派系組內互動密度及E-I值

右派組內 左派組內 中立組內 E-I

2011 2.7482 1.505 1.0625 -.615*

2012 3.4586 5.2917 0.8296 -.609*

2013 2.7193 5.7083 1.1719 -.592*

2014 1.1898 4.42 1.0117 -.594*

註：* p < .05

從現有的分析來看，意見領袖當中那些態度鮮明的，即左右兩

派，互動頻率呈現出了上升再下降的趨勢。

大量的研究表明，互動的頻率與極化程度之間呈正相關（Le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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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Hart et al., 2015; Himelboim et al., 2013），但是從本文的研究來

看，這種互動頻率增加的情況並沒有普遍性的出現。探究原因，可能

有兩個，一方面2013年開始，微博的網絡大V開始被整頓，也正是在

這個時候，一些中心度極高的網絡大V，比如薛蠻子、李開復等都基於

各自的原因極大降低了微博活躍程度，此後吳祚來、李承鵬、方舟子

等在圈子當中中心度也較高的大V被銷號，網絡大V的整體活躍度大

大降低；另一方面，微博的活躍度受到了微信的極大挑戰，整體的互

動活躍程度都在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我們也已經提到Freelon等（2015）在研究的同主題下的

互動情況時發現，九個組當中只有兩個組相對明確的隨著時間變得更

加同質化，其他組都是直接形成了同質化的分組，同質化程度接近或

者高於80%。

與左右立場的群體相比，中立群體的互動頻率要遠低於左右兩類

意見群體，這意味著一種假設，那就是只有那些意見表達相對激烈、

意見相對明確的人在微博平台上更加活躍，這也在某種程度呼應了學

者對於普通網民的研究，即他們發現網民比一般的非網民民眾有著更

激進的意見表達（Lei, 2011）。

如果這種情況長期的持續，那麼雖然我們無法說人們的意見改變

如何，但是可以認為微博平台上的兩極觀點會更加的突出和明顯。

III. 誰在充當中間人？

中間人（broker）概念是由Burt（1982）提出的，他將中間人界定為

向一個位置發送資源，卻從另外一個位置那裡取得資源的行動者。一

個網絡中的中間人常常掌握著多個群體的秘密或者資源，因而是一種

溝通與橋樑的角色。

儘管這個概念在社會學的分析中常常被使用，但在最初的一段時

間裡面很少有人試圖具體闡明該現象到底是甚麼，於是古爾德等人就

提出了五種類型的中間人角色，分別是協調員、組外顧問、守門人、

代理人和組間顧問（Gould & Fernandez, 1989）。

通過Ucinet計算了241位意見領袖關注關係矩陣中擔任中間人的

值，該值越高，表明擔任中間人的次數越多。由於本文更為關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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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立場的意見領袖們之間的互動，左右派別內守門人與代理人是更

為重要的兩個溝通角色，最後選擇了這兩個值在兩類群體中最高的幾

位意見領袖，分別是正和島劉東華、徐小平、思想聚焦、李開復、薛

蠻子、蔣錫培、石述思、老沉、王利芬、陳里、張頤武、張小波、王

志安、評論員楊禹。而2015年的234位群體的中間人分析中發現，李

開復、薛蠻子、蔣錫培、張小兵、石述思已經不再起到主要的中間人

角色，取代他們的分別是胡錫進、六六、巴曙松、潘石屹、王巍w、袁

岳等，其餘的仍然繼續擔任主要中間人的角色。

通過進一步的文本分析可以知道，這些群體本身雖然立場相對鮮

明，但態度都比較溫和，而且有意願在兩個不同的群體之間進行溝

通。在最為活躍的溝通者中，媒體人佔了將近一半，這有可能與以下

的原因有關。

首先，記者的訓練相對講究客觀，雖然難免表達自己的態度，但

都是基於充分的理由而表達的，而且相對溫和。

其次，記者們一般都是從問題入手的，通常是發現問題，但是不

常常追究解決問題的方案，而現階段對於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似乎各界

已經有相對一致的認識，主要的分歧點似乎在於如何去解決。因此看

起來，記者為左右兩派的人提供很好的素材，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的人

以不同的立場去解決這些問題。

總之，扮演中間人的角色會起到一個很重要的溝通各個群體的作

用，其中媒體人扮演了很好的溝通各派的橋樑角色。

研究意義與不足

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左派正在經歷一個上升的時期（馬立誠，2012：
209），但是就本文的分析來看，左派在微博中的力量還是非常薄弱，

大量的民主、自由人士仍然是新浪微博的互動主體。與兩個派別相

比，在全部241位意見領袖中，有將近100位是擁有中立態度的人員，

雖然我們存在大量的中間力量，但是這些中間力量其實並不夠活躍。

總結來看，本研究的理論與現實研究的貢獻在於：

第一，在中國社交網絡的平台上，意見領袖仍然以政治立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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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與「右」作為「關注關係」與「互動關係」構築的主要原則。這是對

於此前有國外關於博客的同質性研究以及此後各國對於精英群體研究

在國內的一次拓展。

第二，對意見領袖的分析，基於他們的政治態度的左與右，分析

兩方是否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派系，並對這種派系結構進行進一步的互

動分析，從本質上講這是一個既有政治傾向的問題。

由於既有政治傾向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特定事件發生後的群體態度

走向，因此本文可能對新浪微博平台輿論走向形成一種預測作用，也

就是說既有政治傾向的研究是一個更為基礎性的研究。

個人的關注網絡一旦確定之後就很難根本性改變。因此每個使用

者的關注群體的構成狀況如何，互動狀況如何都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這些群體的構成與特性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個體使用者的視野、觀點

以及興趣等等。而且這種影響可能會具有長期性、穩定性。

因此從長遠來看，微博平台的影響力研究應該突破現有的事件性

的單次影響層面，進入一個長時段影響效果研究階段。針對更為靜態

的圈子進行系統性研究，可能從某種程度上提高對動態的事件傳播特

性的解釋力，提高研究對於現階段瞬息萬變的網絡事件的預測力。本

文正是對這種長效影響力的一次探索。
Erickson（1988）就提出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相比心理學而言更適合

做極化研究。她提出心理學研究的一個困境在於，都是基於實驗的嚴

格控制的環境中實現的，他們忽視了人們的長期關係對於觀點的影

響，這種實驗只能關注陌生人之間的短期影響，這體現了她基於對心

理學研究態度轉變時所用方法的一種反思。除此之外，她還提出心理

學雖然也提出了社會比較理論，但是社會比較雖然能夠影響人們彼此

認同的程度，卻無法影響彼此究竟認同甚麼。彼此認同的東西其實是

無法進行科學的分析和預測的，因為這是一種歷史的、文化的、前提

性的存在，但是我們可以對這種態度在不同的關係中以及不同的社會

結構的位置中的同意程度進行研究。這也正是本文對於關注關係所體

現的「既有傾向」的同質性如此看重的原因之一。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處首先在於，研究的對象數量相對較小，在數

據極大豐富的今天，拓展研究的範圍，獲取更豐富的數據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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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次，本文對於結構極化的研究其實是在社交網絡上對群體極化

的基礎和前提性的探索，是對原有極化研究在特定的中國語境下，特

定的網絡平台上的一次探討，也僅僅針對精英群體，所以研究的普遍

性和可推廣性相對較弱。

另外，由於國內網絡政策變化較快，數據的穩定性相對較差，在

歷時性研究過程中，無法排除政策對數據的干擾，使得數據較難體現

出真正的網絡變化，以後可能需要嘗試其他的方法來進行相關研究，

修正現有數據存在的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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